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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RTICLE DETAILS ABSTRACT

Article History: 摩擦学是研究相对运动中物体表面相互作用的科学，是用科学手段解读岩画和可移动旧石器艺术的基础，
但它在应用层面几乎完全被忽略。本文简要总结了在旧石器艺术方面开展的摩擦学工作，并举例论证了该
科学方法的价值，但没有涉及其学科。本文重点介绍了岩画的接触力学和所涉及的压缩-拉伸原理。岩画
的摩擦学也被用于区分人为的与其它的岩石标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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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绪论

对古代艺术品表面雕刻或磨损的物理痕迹进行系统的分析研究，当然
不是一个新的课题，但它还未正式成为摩擦学的一个分支学科。人们
对这一专业课题进行了各种探索——有些不过是轶事，有些则是相当
持久并富有成效的努力（例如马沙克（Marshack）1964, 1970, 1972a, 
1972b, 1985, 1989a, 1991; 贝德纳利克（Bednarik）1986, 1987/88, 
1991a;埃里克（d’Errico） 1987, 1988; 1989a, 1989b, 1989c; 埃里克
（d’Errico）和卡乔（Cacho） 1994）。这些项目大多只涉及便携式物
品，特别是石头、骨头和象牙质地的雕刻牌匾，而相关技术在岩画中
的应用几乎完全被忽视了。这可以用一个简单的因素来解释：在岩画
研究中，显微镜这一主要技术的使用仍然非常匮乏。因为扫描电子显
微镜设备难以携带，它在本质上也就局限于便携式标本的应用。即使
是双目光学显微镜，也几乎给所有的从业者带来了挑战，它在不可移
动的旧石器艺术方面的应用仍然仅限于少数例外。经过适当改造的设
备应用并不广泛，而且这种技术对山洞或偏远地区的物流方面要求很
高。然而，随着数字显微镜的逐渐出现，这些传统的困难已经有所减
少，但对于特定的应用，双目光学显微镜的使用仍是必要的。

本文试图在阐明摩擦学在旧石器艺术研究中的优势之外，同时还提供
一种正式的程序方法，如果要使研究成果具有普适性，这些程序就非
常需要标准化。虽然从某种意义上说，埃里克（d’Errico）的工作以马
沙克（Marshack）的模型为蓝本（他正试图检验这一模型），但似乎
可以说，我们迄今为止在这一领域的努力是个人的开拓性努力，基本
上是孤立进行的。建立标准程序定会使得这一领域的未来研究受益，
此举也有利于为旧石器艺术研究提供一个更好的科学基础。

摩擦学，就其本身而言，自20世纪60年代建立以来，一直专注于摩
擦、机械、磨损和润滑（约斯特(Jost ) 1966）。作为研究相建立标准
程序定会使得这一领域的未来研究受益，此举也有利于为旧石器艺术
研究提供一个更好的科学基础。

对运动中物体表面的相互作用的科学，它已经扩展到许多深层的、有
经济价值的领域。这些领域包括微电子机械和纳米电子机械系统、生
物医学和可替代能源。对分子乃至原子级探头扫描技术的过程研究，
促使了药物输送系统、分子筛、化学和生物探测器、芯片系统、纳米
颗粒增强材料和新一代激光器的发展。相比之下，市场化程度较低的
领域，如地质学则被忽视了，而考古摩擦学作为一个研究课题直到最
近才被引入（贝德纳利克（Bednarik）2019a, 2020）。所有更新世
的考古文物考证方法都来自对其摩擦学过程的分析，全新世的许多文
物也是如此。同样，岩画和旧石器艺术的考证一般也完全归功于摩擦
学。

旧石器艺术摩擦学作为摩擦学的一个分支学科，可以追溯到法医科学，
例如将发射的弹丸归于特定的枪支等技术，在20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
一直是法医科学的核心内容。然而，与岩画研究明显相关的法医调查方
法（贝德纳利克（Bednarik）2001, 2016a; 蒙特利（Montelle） 2009; 
贝德纳利克（Bednarik）和蒙特利（Montelle）2016）也一直未得到充
分利用。但是，正如枪管的某些特征可以从子弹上的标记中发现一样，
那些用于刻画或雕刻岩石标记的工具也可能留下明显的痕迹。对它们进
行科学研究是摩擦学的任务。

2.雕刻的饰牌

这里总结的方法在谢苗诺夫（Semenov）（1957、1964、1968、1970
、1974）重要的先驱工作中有所体现，他引入了系统的人工制品和微
磨损分析。然而，苏联的方法在西方往往不受欢迎，甚至在1964年，
出版了一本内容详实、图文并茂的书后，谢苗诺夫（Semenov）（在
1930年代所做的努力仍然被忽视。一个复杂的问题是，这本书只包含
了他所使用的技术的少量细节，而西方研究人员则大量使用了放大法
（特林汉姆(Tringham)等人，1974）。这反映了该书作者在介绍微腐
蚀分析时的经历（贝德纳利克（Bednarik） 1992a）：评论家们试图
用扫描电子显微镜来复制，结果报告说他们看不到微腐蚀。化石埋藏
学的重要领域提供了另一个苏联的例子：它由叶夫列莫夫（Efremo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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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0）在古生物化石学中提出，西方花了近四十年的时间来应
用，然后迅速地把它误解为了行为古生物学，而这正是叶夫列莫夫
（Efremov）试图取代的（所罗门 1990）。人们花了半个世纪才发现
化石埋藏学理论在古生物学之外还有许多应用（希斯科克 (Hiscock) 
1990; 贝德纳利克（Bednarik）1990-91），而化石埋藏学的逻辑要义
（贝德纳利克（Bednarik）1994a）直到今天仍然被广泛误解。

谢苗诺夫（Semenov）很大程度上依赖于标本的显微镜观察（谢苗诺
夫（Semenov）1964：22-23）。他将所有的现象都描述为摩擦学，并
且他是一位比该学科建立的时间还要早很多年的摩擦学专家。他使用
的林尼克型干涉仪至今仍在摩擦学中使用，便是最有力的证明。1977
年不列颠哥伦比亚省本那比举行的一次会议上首次提到了摩擦学的考
古应用概念（海登（Hayden)1979），但多年来一直没有发展。亚历
山大·马沙克（Marshack）采用了近乎摩擦学的方法来雕刻饰牌，特
别是那些欧洲更新世末的饰牌。他提出的具体研究问题成为他的研究
动力，比如旧石器时代晚期的人可能在其象征系统中使用符号。例
如，马沙克对可能会以雕刻形式记录月相流逝的物品很感兴趣。无
论他试图澄清的问题的答案是什么，关键在于他意识到了显微镜的重
要性并引入了它。他这样做是为了明确一些饰牌上的雕刻刻痕是怎样
精确制作的，例如，以何种顺序，以何种方向，重建雕刻的程序。他
反复强调，依靠 “简单的目测 “得出的解释是徒劳的（例如，马沙克
（Marshack） 1985）。在处理骨质、石质和象牙质旧石器艺术饰牌及
其它物品时，马沙克（Marshack）认为，工具的使用方向、沟槽的重
复扩孔、一组相交沟槽的叠加顺序及其它细节都可以通过双目显微镜
来确定。

埃里克（D’Errico）检验了马沙克（Marshack）的一些主张，例如他关
于以色列贝列卡特蓝(Berekhat Ram)石器上人为性的摩擦痕迹的声明（
葛伦英巴（Goren-Inbar） 1986；马沙克（Marshack） 1997；埃里克

（D’Errico）和诺维尔（Nowell）2000），以及马沙克（Marshack）
关于某些旧石器时代晚期物品的人为符号特征的主张（例如马沙克
（Marshack）1972c, 1989b；埃里克（d’Errico） 1989b, 1989c；埃
里克（d’Errico）和 卡乔（Cacho）1994）。埃里克的工作标志着马沙
克（Marshack）所概述的方法的标准化，特别是在观察的图形记录方
面的标准化（埃里克（d’Errico）1991）。尽管他最终同意了马沙克
（Marshack）关于饰牌上一系列雕刻标记的符号性质的观点，但两位
作者在这个问题上都是错误的（贝德纳利克（Bednarik）1991a）。这
个问题取决于不同的石制工具造成不同的敲击点，这些敲击点可能是
在不同的时间产生的。这与两位作者的观点都相反，这是不可能的，
因为一个石尖会产生不同的条纹和沟槽截面，这取决于它的精确程度
和应用方向。如果工具在其主轴上稍作旋转，其产生的包括沟槽宽度
在内的特征，都会有很大不同，显然是不同的工具。即使施加的压
力、工具的角度和其它变量都相同，情况也是如此。石材工具点很少
是等效对称的，或者从各个侧面看都是统一的轮廓。

尽管马沙克（Marshack）和埃里克（d’Errico）都在应用摩擦学的一些
原理，但他们声称不了解该学科，甚至可能不知道它的存在。相反，

他们提出了一个 “痕迹学 “的领域，这个术语相当宽泛地指使用-磨损，
即在器具上发现的与使用有关的磨损痕迹（奥德尔（Odell ）2004；托
马斯等人，2011）。将这一术语扩展到可移动的旧石器艺术物品上的
刻意标记就会掩盖一些问题，因为摩擦学，这一与这些现象有关的科
学学科，已经将痕迹学定义为一种特殊的东西。

澳大利亚西南部魔鬼穴(Devil’s Lair)的六块平坦的风化钙质鹅卵石的
例子说明了雕刻饰牌研究中最基本的问题（多奇 （Dortch）1976, 
1979a, 1979b, 1984; 多奇（Dortch and Dortch）1996）。它除了指
出人为标记和非人为标记的区分，也与岩画研究广泛相关。这些标本
上的标记，二十多年来一直被描述为有意的雕刻，最终通过摩擦学方
法进行了调查（贝德纳利克（Bednarik）1998a）。在这些岩石碎片
上的数百条沟槽中，没有发现一条是由石器造成的。此外，甚至能
被认为是石雕痕迹的都很少。这些标记缺乏诸如纵向条纹、寄生虫
纹、沟槽直纹等特征（贝德纳利克（Bednarik）1992b, 1994b; 埃里克
（d’Errico）1994）。有几个凹槽是两个不同物种的爪痕（贝德纳利克
（Bednarik）1991b），其它的则是各种类型的化石埋藏学痕迹，或者
来自于现代的破坏，例如用来清洁物品的牙刷。 

在考古学中，尤其是在岩石上，经常会遇到区分人为和自然
标记的一般问题，但也包括其它材料上的标记（贝德纳利克
（Bednarik）1998b），在大多数情况下可以通过摩擦学解决。作为摩
擦学的特征，绝大多数的标记是由还原过程产生的表面标记。值得注
意的例外是那些由化学反应引起的，例如，由菌根微生物呼吸的二氧
化碳形成的碳酸。

3.珠子和吊坠

在考古学研究中，特别是研究更新世的珠子和吊坠时，也涉及一些摩
擦学方面的问题。一些制造过程中需要磨损的珠子尤其是圆盘珠，如
鸵鸟蛋壳、软体动物壳或类似材料。大多数早期的珠子和吊坠的穿孔
是通过钻孔、扩孔或穿刺形成的，这显然是相对运动的表面相互作用
的结果。特定的磨损模式——另一个纯粹的摩擦学效应——可以从穿
在皮肤上和与服装摩擦的物品上发现。更具体地说，排列在绳子上的
珠子已被证明具有独特的磨损痕迹（贝德纳利克（Bednarik）2005）
。在圆盘珠子的情况下，其平坦的一面与相邻的珠子会产生摩擦（葛
伦英巴（Goren-Inbar）等人，1991年），而球形珠子可能在其穿孔周
围出现广泛的凹陷磨损（图1）。

图1 六颗阿舍利时期的球状孢子菌珠子，显示出隧道口不同程度的磨
损，包括主要的不对称的凹形磨损面（b，d）；以及两颗阿舍利时期

的海百合化石（g，h，注意g的严重磨损；g和h由葛伦英巴提供

珠子，尤其是吊坠，有穿绳的痕迹，是比较常见的，特别是在保存状
况良好的标本上。它们可能被长期佩戴过。如果重心不与穿孔重合，
即当它们是吊坠时而不是珠子，弦的最突出的磨损痕迹会出现在离重
心最远的孔一侧。有时在该位置会单独出现明显的凹槽，甚至最多四
组，绳子固定在特定位置（图2）。在魔鬼穴的一个小型泥灰岩物体的
案例中，人们一直怀疑它是一件吊坠，当对该石头进行摩擦学研究，
发现了一系列的四个凹槽时，这一预感得到了决定性的证实，不可否
认的是这是由悬挂绳造成的（贝德纳利克（Bednarik）1997a）。它们
中的大多数都很浅，而且宽度变化很大，但有一个沟槽在直径为225微
米的截面上是很圆的。这似乎表明了悬挂绳的大致直径，比我们想象
中要细得多。这件物品的年龄大约为15000年，是已知的澳大利亚最古
老的石头挂件。

图2 澳大利亚西部的魔鬼穴最后更新世的泥灰岩吊坠。(a) 四个凹
槽；(b) 重心。

比这更早的是利比亚El Greifa（利比亚的绿洲）遗址E的旧石器
时代早期的鸵鸟蛋壳珠子，大约有20万年的历史（贝德纳利克
（Bednarik）1997b），或者是在南非的卡图潘(Kathu Pan)，可追
溯到约29万年前（博蒙特（(Beaumont）1990；波拉特（Porat）
等人2010）。鸵鸟蛋壳制成的圆盘珠提供了考古学中最多的古代
珠子。它们不仅出现在中石器时代的一些遗址中，也出现在从非洲
到西伯利亚的后石器时代或旧石器时代晚期的大量的遗址中（贝德
纳利克（Bednarik）2017）。他们的研究在很大程度上是摩擦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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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关注点，正如我们广泛的复制实验所证明的那样（贝德纳利克
（Bednarik）1997b）。事实上，复制性实验是所有考古学的重要组
成部分（贝德纳利克（Bednarik）2020）。从1990年到1996年，我
们进行了大量的实验，以查明用石器生产鸵鸟蛋壳珠子所涉及的技术
要素，特别是还原和钻探的过程、及其痕迹和废品的情况。这项研究
发现旧石器时代早期的鸵鸟蛋壳珠实际上是最小的。由于使用石钻，
中心孔的直径不能小于1.4至2.0毫米，当接近6毫米的外径时，珠子的
脆弱性成倍增加。来自利比亚(Libya)的阿舍利珠子大小约为6毫米，
中央有完美的穿孔，这意味着制作者有强烈的完美意识。用阿舍利的
石器进行复制，并且没有使用海舍技术(邓恩（Dunn）1931; 克拉克
（Clark）1959)证明了这点，这为有关人类的认知状态的研究提供了重
要证据（贝德纳利克（Bednarik）1997b) 再次显示了摩擦学对考古学
解释的重要性。

下一个例子也许能更好地证明这一重要性。珠子的主要意义在于，它
们蕴含着制造和使用它们的人类的认知发展水平的信息。因此，我们
拥有的最早的例子对解释人类的过去具有特别的价值。珠子和吊坠需
要几个认知的前提条件，如自我意识和思维理论的状态。它们不能孤
立地存在，其作用必须在文化上构建，且使用需要共同的意义。即使
假设它们只是被认为 “有吸引力”，吸引力的概念也只能通过文化共识产
生。我们所知道的最早的珠子可能是法国和英国北部的一系列阿舍利
遗址中的球形石珠。在法国和英国北部的阿丘利人遗址中发现的。布
歇·德·彼尔特（Boucher de Perthes）（1846年）和其它三个人在19世
纪时首次报告了这一点。这些珠子是由白垩纪海绵动物球形孢子虫的
化石组成的菲利普斯1829年。一种寄生虫使它们部分穿孔。阿舍利人
收集到了呈现完全球形的特定尺寸的珠子。只有大约0.1%的天然样本
在这个范围内（贝德纳利克（Bednarik）2005）。因此，不可能找到
具有特定尺寸范围、球状和具有渗透性的化石的自然堆积物。此外，
这些珠子显示出了两种类型的摩擦学效应。首先，在它们可以被用作
珠子之前，必须形成它们的天然孔道的第二个开口（图3）。不管这个
过程是怎样的，它是摩擦学的作用。

图3 (a)人工放大的贝德福德-阿舍利珠的孔口显微照片。(b)贝德福德-
阿舍利珠其中一个隧道先前封闭一端的片状疤痕。注意2号疤痕中典型

的冲击性断裂的波纹。

其次，一旦这些珠子被串在绳子上并佩戴，它们就会与相邻的两个珠
子摩擦，经过很长一段时间，孔道入口周围开始形成凹陷的磨损面。
在极端的情况下，这些珠子可能被磨损得更厉害，更甚失去其约一半
的体积。我们可以认为这样的标本是世代相传和重复使用的。在这一
点上，摩擦学分析的重要性就凸显出来了，因为这种看似微小的细节
可以告诉我们有关人类的很多情况。如果珠子确实被佩戴了足够长的
时间来形成如此深的凹陷，这不仅说明它们被高度重视；还意味着有
关社会拥有传统考古学所无法想象的复杂的社会结构。所以这个例子
说明了严谨的科学是如何检验人类的先入之见的。

如果互相摩擦的珠子具有相同的硬度，则它们不能产生任何的磨损。
要做到这一点，必须要有更硬的研磨介质存在，推测可能是空气中的
石英粉尘。需要注意的是，这些珠子是玉髓的，摩氏硬度为6.5-7.0。
石英的硬度为7.0，几乎无法磨损石珠。这一点可以通过在实验室中
对这些化石模型中的两个进行机械磨损来测试，以观察在有少量石英
粉尘存在的情况下，需要多长时间才能获得所述的磨损。在此我们提
出，这些石珠中有些是代代相传的 (图4)。

图4 （a）人类活动前的初始化的石剖面；（b）剥落以打开第二个隧
道入口（c）；多年来与其他更新鲜的珠子摩擦造成的严重磨损；以及

（d）串在一起的不同年代的珠子，有些已经磨损了很长时间。

社会性的和其它的标志物，包括珠子和吊坠，不仅用蛋壳和海绵化石
制作，还用腹足动物或软体动物的壳、石灰石或泥灰岩、片岩、滑
石、硬石、牙齿、骨骼、鹿角、黄铁矿、赤铁矿、褐铁矿、贝褐碳、
贝雷蒙石化石、珊瑚化石、当代和淡水贝类化石标本以及象牙制成。
一项观察结果为该记录的埋藏学失真提供了线索，即俄罗斯斯特莱茨
基人的一处遗址出土了更多的珠子，这是一个具有独特的旧石器时代
中期根源的旧石器时代晚期的较早阶段的传统，仅从三个墓葬中发现
的珠子数量就比世界上其它旧石器时代的地方多。在索米尔的三座
墓葬，也许是在28 ka 的历史（但很可能更早），出土了13113个微
小的、精心制作的象牙珠和250多个穿孔的狐狸牙齿（Bader 1978）
。据报道在法国(阿布里斯布兰查德、卡斯塔内特、苏盖特、伊斯图
里茨、圣让德韦尔日)，德国(例如盖森克罗斯特勒)，比利时(Spy 戈
耶特)和保加利亚(胡布林等. 2020)也出现了奥里纳西亚的象牙珠子。
同时俄罗斯则从其它传统中提供了类似的证据，证明了从旧石器中期
到旧石器晚期的生产方式的过渡（桑吉尔.科斯藤基）。怀特（White 
1992）描述了很多这种珠子和它们的生产序列。贝壳珠是在许多地区
发现的最早的 "装饰品 "之一，包括印度（弗朗西斯 1981: 140）、中
国（Cheng 1959: 31）、澳大利亚（摩尔斯 1993）、南非（亨舍伍德
等2004）、摩洛哥（布组加尔等2007）和阿尔及利亚（麦克布雷蒂和
布鲁克斯 2000）。欧洲最早的吊坠之一，来自尼安德特人的夏特佩罗
尼亚（Châtelperronian），甚至是由贝壳的化石铸成的（贝德纳利克
（Bednarik）1995: 图6）。俄罗斯（如科斯坦基17）、中国和日本（
贝德纳利克（Bednarik）1994c）都有更新世的石珠的报道。摩擦学的
过程产生了这些冰河时代成千上万的珠子，因此对它们进行有效的科
学研究是由摩擦学学科来完成的。

4.其它便携式物品

除了雕刻的饰牌、珠子和吊坠，具有移动性的旧石器艺术还包括许多
其它种类，其中一些往往在没有摩擦学分析的情况下被曲解。例如，
鸵鸟蛋壳被认为是许多非洲和亚洲社会使用的容器，通常都有雕刻的
装饰。然而，蛋壳上的线纹也可能是由其它几个媒介造成的。其中之
一是受到菌根微生物呼出的二氧化碳的碳酸的影响，这些植物的细根
在沉积物中与蛋壳标本接触。（贝德纳利克（Bednarik）1993）。所
产生的凹槽被误认为是刻痕。例如，在印度，考古学家定义为带有雕
刻痕迹的46个鸵鸟蛋壳碎片中，实际上只有一个是雕刻的，即怕特涅
的标本。在象牙、骨、牙齿、鹿角和石灰石等埋藏物上也可以发现菌
类的线状痕迹（贝德纳利克（Bednarik）1992c）。识别它们是摩擦学
的任务，其重点是研究雕刻工具的粗糙程度对三层蛋壳最外层的影响
（贝德纳利克（Bednarik）2001: 图70）。

许多材料似乎都带有故意雕刻的标记或有规律的边缘缺口，包括骨、
象牙、琥珀、牙齿和软体动物外壳。摩擦学分析倾向于准确识别它
们，并严格评估其所具有的特征。例如，骨头上的切口争议就说明了
对科学方法的需求。它们可能具有含义（即构成外印），它们可能是
脱肉的痕迹，或者它们可能只是归因于几种自然原因之一（埋藏学、
啃咬痕迹、胃酸）。与上述情况一样，由于许多考古材料的保存状
况，使正确确定这些痕迹的问题变得更加棘手，这大大增加了误认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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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燧石制作的。

图5 澳大利亚南部宁科尔洞前软壁沉积物上的一小块工具标记的生产
顺序的摩擦学重建。在保留有条纹图案的地方，已经确定了五个工具
点，编号为1-5。两个工具尖的横截面已经确定，如下图所示（1号和2

号工具）

多 数 形 式 的 岩 画 的 摩 擦 学 研 究 尚 未 开 始 （ 贝 德 纳 利 克
（Bednarik）2016b），但其中一类岩画已经受到了关注（贝德纳利
克（Bednarik）2015）。凹穴是世界上最多的岩画图案，起源于旧石
器时代早期到现在的众多文化。需要对它们进行摩擦学分析的原因之
一是它们经常与自然现象相混淆，如坑洞（地质摩擦学的一种现象）
或溶液效应。凹穴通常是球形帽或圆顶的形状，大多是由敲击产生（
贝德纳利克（Bednarik）2008）。所用的石锤在一些遗址中已经被找
到，并且也对它们进行了摩擦学研究。例外的情况是用金属工具制作
的或在相对较软的岩石上制作的凹穴。当凹穴被敲打在非常坚硬的岩
石上时，随着它的加深，去除的岩粉量会逐渐减少。这首先是因为地
下趋于风化，因此较软；第二，因为其直径随着深度的增加而扩大，
因此每个深度单位所要清除的体积也在增加；第三，因为岩石在加深
的凹穴底部吸收动能的能力逐渐提高（根据赫兹几何学）；第四，
在某些岩石类型中，通过特定成分的管道化形成动能变质（KEM；
贝德纳利克（Bednarik） 2015）产物的趋势越来越大。这些产物对
变形的抵抗力大大增强，从而阻碍了进一步的冲击。有两个因素决
定了凹穴深度在创建过程中所应用的每单位能量的进展：根据它的几
何形状所获得的深度，以及随着动能变质产物的形成所获得的深度
会递减。最初，进展受第一个因素制约，但在某个时刻，第二个因素
决定性地超过了第一个因素并限制了其进一步的进展（贝德纳利克
（Bednarik）2020：图5）。

对于凹穴摩擦学研究工作的一个重要方面是在受控条件下进行复
制，以确保关于其生产的可靠数据。经过早期的实验（贝德纳利克
（Bednarik）1998b: 30），库马尔（Kumar）和克里希纳（Krishna）
（2014）在已知最早的岩画遗址之一，印度中部的达腊奇-查丹石
窟（ Daraki-Chattan）附近进行了详细调查。根据他们的发现，在
未风化的致密石英岩上形成一个凹穴所需的时间大约是在风化良好
的石英砂岩所时间的1000倍。通过应用摩擦学公理，即任何岩画对
自然磨损或擦除的相对敏感性大致与创建时间成正比（贝德纳利克
（Bednarik）2012: 79），我们可以大致估计岩画的年龄，因为后者的
变量能被可靠地确定。这将结束一系列似是而非的年代测定，这些说
法在很大程度上阻碍了岩画科学研究的进展。

敲击岩画的范围很广，从无处不在的凹穴到几十米的大型作品。人种
学和复制证据表明，它们都是直接敲击而成的（席尔茨(Sierts) 1983; 
萨瓦捷耶夫（Savvateyev）1977; 布鲁德（Bruder）1983; 贝德纳利克
（Bednarik）1998b, 2008; 威克斯（Weeks）2001; 库马尔和克里希纳
（Kumar and Krishna）2014）。磨蚀岩画或雕刻是第二类主要的岩
画。从摩擦学的角度来看，所有的岩画都是压缩的结果，不同的是，
摩擦是通过极端的切向压缩，而敲击是通过极端的外力压缩。虽然敲
击和摩擦岩画在技术上似乎不同，但从摩擦学的角度来看，它们都是
由压缩/拉伸力产生的。在这两种方法中，目的都是为了在良好的控制
条件下清除岩块，以创造出预期的图案。在敲击法中，动能以接近90°
的角度作用于岩石表面，并具有相对高的速度。在摩擦法中，切向度
（通常低于30°）和工具的低速运动使工具能够利用其摩擦点前后产生
的相对于运动方向的压缩/拉伸差来清除岩石块。这两个摩擦学过程是
所有岩画产生的基础，除了指状凹槽，其摩擦学稍微复杂一些。

6.象形图

可能性。

另一类便携式旧石器艺术品——小型雕像，也是通过摩擦学过程创造
的，其痕迹可以告诉我们这些物品的制造情况。在我们所掌握的少量
的较早期的 "原俑 "的例子中，这一点变得尤为突出，因为只有弄清
楚它们的修饰性质，才能识别它们。像以色列贝列卡特蓝(葛伦英巴
（Goren-Inbar）1986)或坦坦(贝德纳利克（Bednarik）2003)这样的阿
舍利原型塑像是自然形状的石头，都带有摩擦学的标记，包括在第二
个案例中发现了以前的赤铁矿涂层痕迹。对它们的分析和鉴定也是摩
擦学的任务。

某些形式的证据通常包含在 "旧石器艺术 "保护伞下，不涉及摩擦学研
究。它们包括无标记的人造物品，如水晶、视觉上类似其它事物的自
然形状物体（例如来自马卡潘斯盖（Makapansgat）的 "头 "或来自艾佛
德(Erfoud）的 "阴茎"；贝德纳利克（Bednarik） 2017:图2和图4），
甚至是颜色或形状不寻常的石头，以及矿物颜料（尽管后者可能带有
人类工作的痕迹，这与摩擦学有关）。要想成为人力搬运的自然物体
它们必须被搬运一段距离，即这些物品的材料须是在发现它们的占领
区沉积物中不是自然天成的。

5.岩画

长期以来，研究人员，特别是欧洲和澳大利亚的研究人员，对洞穴
中的动物抓痕、人为的线性雕刻和顶板指状物之间的区别感到困惑
（沃尔什（Walsh）1964；哈勒姆（Hallam）1971；夏普与夏普
（Sharpe and Sharpe）1976；冈恩（Gunn）1986；见贝德纳利克
（Bednarik）1991b，1994b，1998a）。现在，五个地区（西南欧、
奥地利、澳大利亚、新几内亚和伊斯帕尼奥拉岛）都有关于指状凹
槽的报道（数字沟槽,手指凹槽,手指纹,沟槽），但毫无疑问，其它地

方也有。它们是石灰岩洞穴中特有的，在被称为月乳石的极软的方
解石沉淀物上，有几组被伸出的手指扫过表面的痕迹（贝德纳利克
（Bednarik）1984, 1985, 1986）。在特定的保存条件下，这些多沟
槽的标记会因钙化和干燥而变硬，其最细节的部分可能会在洞穴的稳
定气候中保存下来（贝德纳利克（Bednarik）1998c, 1999）。尽管有
时也会发现两根或单根手指的凹槽组合，大多数的指状凹槽通常是三
或四根手指。它们以单组的形式出现，也存在大量的堆积物，面积达
几十平方米。指槽很适合进行摩擦学分析，尤其是那些保存良好的指
槽。这对研究早期人类的认知和行为具有重要意义，因为指状物是已
知的最早的岩画形式之一。我们可以对其制作过程进行生物动力学观
察，研究粘滑现象和横向撕裂痕迹，以及反映收获的谷物的粗糙程度
的纵向条纹，以及被挤压到凹槽边缘形成 “卷曲”的月乳。上述这些和
其它摩擦学现象使我们能够对手指的运动方向、压力和动力以及它们
的大小进行许多观察。

研究石灰岩洞穴中的指状物、线性雕刻和动物抓痕，必须非常详细地
了解其介质可能遭受的自然变化。重新沉淀的碳酸盐岩浆的软性沉积
物经常暴露在以下几种类型的形态变化中：

•腐蚀可以去除一些表皮，导致逐渐变粗。 

•洞穴堆积物的表皮覆盖了标记，但很好地保存了它们的轮廓。 

•厚厚的洞穴表皮掩盖了手指的凹槽，导致它们看起来像狭窄的凹槽。 

•介质逐渐被溶解，暴露出原生岩石。 

•珊瑚状的洞穴堆积物有选择地在沟槽之间的脊上形成。

这些都不是摩擦学问题，但在评估这类现象时则需彻底了解相关问
题。摩擦学与洞壁上的磨蚀性石器标记关系密切。其刻痕的诊断特征
往往比在同一洞穴中经常发现的指状刻痕表现得更清楚。然而，在试
图识别同一工具的多种用途时，需要重申上面解释的限定条件。只有
在相对于工具运动的方向相同的情况下，工具点的凸起才能产生相同
的条纹图案（贝德纳利克（Bednarik）1991a）。压力可以从该点上分
离出微碎片，改变其表面的微观形貌。因此，摩擦学能够识别用同一
工具制作的多个雕刻，但不能确定不同的图案是否由于使用了不同的
工具。

20世纪80年代，对澳大利亚几个洞穴的工具痕迹进行了首次摩擦学分
析，特别是在宁科尔(Nung-kol) 和曼杜拉(Mandurah)洞穴（贝德纳利
克（Bednarik）1987/88，1992b）。图5说明了一种尝试，以确定特
定工具的重复应用，确定其工具点的切向应用的横截面，并确定一个
面板中所有标记的相对顺序。所记录的条纹图案的复制表明，这些标
记是用当地风化石灰岩的碎块制作的，而附近的另一块面板是用当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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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种形式的岩画，即象形图，是一种添加性而非还原性过程的结
果，包括岩画、颜料模版、颜料印刷品、干颜料岩画，以及用其它物
质（如蜂蜡或粘土）创作的设计。象形图也是相对运动的表面相互作
用的产物。然而，与岩画相比，对其经验特性的解释并不像摩擦学理
论那样深入人心。它们也总是受制于法医学，遵循洛卡的交换原则。

在大多数情况下，岩石作为制作象形图的 “工具”，无论是通过它的粗糙
度在蜡笔上留下诊断性的凹槽，还是在还原过程中使用的研钵和研杵
上的微小凹槽中的颜料沉积，而非棍子滑动现象或因涂抹颜料膏而产
生的条纹。当手持的颜料（如末端带有木炭的棍子或赤铁矿的蜡笔）
在岩板上绘制时，岩石上的凹凸不平会从颜料中去除少量的材料，这
些材料仍然附着在岩石的凹槽中。这是一种不如绘画、喷涂或印刷有
效的颜料应用程序。因此，这种图画比穿透岩石结构的液体涂料应用
更容易变质。

在现阶段，象形图的摩擦学原理基本上仍未被探索。这也许是因为相
对于岩画而言，它为发展分析方法提供的机会更为有限。

7.结论

在20世纪80年代初之前，岩画研究主要是一个充满想象力的解释以及
创造意义、风格和古迹的领域，仅提供了关于所调查的岩画体和其地
层学方面有限的经验和可检验的信息。在随后的几十年里，建立了基
本的科学（可检验或可证实）方法，但岩画科学学科仍然需要克服各
种重大限制才能发展。在这方面，摩擦学的支持无疑是必要的，但迄
今为止，它与旧石器艺术研究的相关性尚未得到广泛认可。相反，我
们看到的是一些半途而废的措施，例如引入“痕迹学”来“破译”斑块上
的标记。 要科学地研究旧石器艺术，必须首先解决和理解它的经验变
量。对于这一层面的分析，虽然摒弃了传统上喜欢将关于简单化 “意义”
合理化的缺陷， 但是仍然处于初级阶段。发展的不足导致这门学科停
滞不前，一味地沉溺于理论建构。贝德纳利克（Bednarik）2013）。

每当两个表面相遇，就会产生影响，其量值是动能、其应用方向以及
两个相互作用表面的各种属性的函数，例如合计硬度、脆性、韧性、
强度、延展性、压痕硬度和耐刮擦性或耐磨性。应力波从接触点同心
地发出，并穿过被冲击的物质。这些赫兹几何学的机械变形模式可以
通过光弹性的技术呈现出来（弗罗赫特（Frocht）1965）。这种模式
可以在特定的地质现象中观察到，比如最近发现的压缩-拉伸岩石标记
现象（贝德纳利克（Bednarik）2019b）。它也可以在使用炸药爆破岩
石时发生的变形中发现（麦克休（McHugh）1983；唐泽（Donzé）等
人1997；埃森（Esen）等人2003；贝德纳利克（Bednarik）和莫汉蒂
（Mohanty）2012；格拉（Guerra）等人2013；托比卡（Torbica）和
拉普切维奇（Lapčević）2014， 2018）。

图6 (a)与(b)垂直于应用方向的 “前缘 “相比，应用角度为35°时的剥离
器或工具点的应力发展。

在岩画的制作过程中，需要将其理解为一种压缩摩擦学。在摩擦岩画
中，决定材料位移量的变量包括活动凸起（“前缘”）的有效角度、施
加的动能大小以及相对运动的两个物体的材料的众多物理特性。图6a
描述了当采用与施力方向成35°角的 “工具”前缘时，被撞击物体的压缩
和拉伸力的分布。Pi =-0.5到-1.0的拉伸区在点的 “后面”，是对它的 “前
面”升高的压缩的反应。在图6b中，工具点的活性粗糙面垂直于应用
方向，产生了明显不同的应力分布模式。现在工具点 “后面”的拉伸区
达到了Pi =-2.0，而我们之前遇到的波浪模式决定了张力首先减少到Pi 
=0.5到1.00，然后增加到Pi =0.0，最后在这个波浪 “前面”压缩到Pi =>1.0
。这些差异也解释了为什么具有陡峭前缘的工具往往会随着滑动逐渐
深入床面，而具有倾斜边缘的工具则会逐渐爬出其沟槽（贝德纳利克
（Bednarik）2019b）。由此可见，我们所感知的摩擦力，经分析是另
一个压缩-拉伸反应的例子：材料的压缩与拉伸应力的发展相平衡，最
终导致岩块的破裂和移除。

这些观察结果证实了一个实验性的证据，即实际上我们是不可能将冲
击性影响与磨蚀性影响分开的。在地质摩擦学和古摩擦学中，这一真

理的例子比比皆是，例如，在河流的悬浮物，或任何河川或风化物的
运动中。当河中的卵石在床面载荷中被磨圆时，很难说明哪一部分磨
损来自于摩擦性磨损，哪一部分来自于撞击性磨损。同样地，在创造
岩画的过程中或在岩画的属性中实现这种分离也是不可行的（贝德纳
利克（Bednarik）2020）。由于这两种形式之间的连续体的两端都来
自相同的压缩-拉伸现象，因此需要重新考虑传统摩擦学对摩擦的强
调。

综上所述，可以说在敲击岩画中，当赫兹机械变形波在岩石中移动
并施加压缩/拉伸力，高角度和高速度将岩块破碎去除（贝德纳利克
（Bednarik）2019a）。在摩擦岩画中，根据赫兹几何学，工具点的低
角度、切向运动所产生的压缩和拉伸力之间的差异导致了岩块的断裂
和移除。因此，从摩擦学的角度来看，岩画是人类有针对性地利用压
缩/拉伸力去除岩块的结果。

所有形式的岩画都需要用这样的科学术语来理解，即自下而上，然后
才可以用人文术语来解释它们的任何变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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